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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 

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 

——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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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 2001—2017 年浙江制造 29 个细分行业

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

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

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

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

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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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以来,在全球生产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

再向产品内贸易延伸。作为对外开放前沿和制造业大省,浙江省制造业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外贸结构迅速多元化、多样化,出口

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快速转换,以资源型、轻工业为主单一的出口结构逐渐转变为遍布纺织品到高科技产品

的覆盖广泛、种类繁多的出口结构。出口结构的变化带动了浙江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总体上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逐渐从低

端向高端爬升。在此过程中,出口技术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得到提升,这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就水平维度而言,随

着浙江制造业以单一的、资源型、轻工业、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过渡到以机械、电子、通信设备等较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为主

的出口结构,从而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垂直维度则在于,随着浙江制造业技术重心上移,中、低等技术水平为主的出口结构

向高等技术水平为主的出口结构迈进,浙江制造业的价值链从低附加值、高排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

等高附加值、低排放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渗透,出口技术升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全球价值链延伸和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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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背景下,浙江制造业是延续长期以来要素投入驱动型、资源消耗依赖式的生产模式从而陷入了低附加值、高排放困境,被全球

生产体系“高碳锁定”,还是通过贸易、投资、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了价值链的中高级化,出口技术升级有效地降低了对粗放

式出口贸易模式的依赖,摆脱了“高碳锁定困境”,这是浙江制造业外贸结构转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本文试图回

答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制造业急速扩张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在国际气候多边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

位。因此,了解浙江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在各个不同细分行业

的异质性条件下,出口复杂度的变化对细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同影响,对于外贸政策制定精细化,促进低碳约束下对外贸易

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研究浙江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机制由哪些经济因素驱动?各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浙江省出

口增加值隐含碳?文章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来展开讨论与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出口技术升级、增加值率变动、能源强

度、国际贸易垂直分工、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因素数量关系,探究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变动机理,并对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贸易

战略调整、实现低碳化发展提供建议与对策。 

1 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Grossman & Krueger[1]提出的三效应模型,即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为以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Antweiler等[2]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在改变国家产出构成时,造成的污

染浓度变化相对较小,并得出结论:更自由的贸易似乎有利于环境。Copeland & Taylor[3]将模型进一步扩展,增设外生的减排政策。

研究表明,在开放的贸易世界,即使不允许国际排放许可证贸易,在国家之间分配减排量的简单规则(例如统一减排量)也可能是

有效的,当国际排放许可证贸易确实发生时,可能会使贸易双方的处境更糟,并增加全球排放量。 

近年来,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1)对贸易隐含碳的测度与分解。目前,对贸易隐含碳的测算主要基于投

入产出方法,根据已有文献,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技术同质性”假设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用双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二氧

化碳排放存在一定误差,因此,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前两者的延伸,在研究全球碳排放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国外学者 Peters & 

Hertwich[4]使用双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定了 87个国家在2001年度国际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内学者闫云凤等[5]通过投入

产出法对中欧贸易隐含碳进行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欧之间贸易规模增加,出口隐含碳也随之增加。钱志权等[6]认为单

独的隐含碳或增加值贸易无法全面反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

度,并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结构分解。(2)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赵欣和龙如银
[7]
、杨骞和刘华军

[8]
通过研究发现能

源强度与经济增长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陈邦丽和徐美萍[9]、张红霞等[10]运用扩展 STIRPAT 模型,探究了影响中国碳排放的

主要因素。 

目前,诸多学者对出口技术升级这一领域也有大量的研究[11-15],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全球经济角度或国家整体角度,研究对

象侧重于对出口复杂度的测算或者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较少会从某个省份、某个细分行业着手,鲜有研究考察出口技术升级对

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作为制造业大省,浙江省的贸易模式正处于发展低碳经济尤其是外贸层面的瓶

颈期,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较高,且行业和区域差异巨大,准确测度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环境成本和收益日趋重要;同时,

通过出口技术升级的视角,可以将结构升级与节能减排两方面研究有所结合,既可以为浙江省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提供建议,对

浙江省制造业减排控碳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2.1 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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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制造业通过出口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对出口贸易隐含碳存在着多重效应。为了反映各种影响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的

非线性影响,本文建立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扩展STIRPAT 模型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STIRPAT 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E为二氧化碳排放量,P为一国人口数量,A为一国人均财富量,T表示生产技术水平,e为随机干扰项。 

考虑到本文主要研究浙江制造业通过出口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隐含碳的影响,构建出口技术复

杂度指标来反映出口技术升级情况,并以其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能源强度、国际贸易垂直分工、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变量控制

行业异质性因素。浙江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有直接影响,假设出口技术升级对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

碳有着负向效应,在出口技术升级时,省际贸易分工、外商直接投资、能源结构、资本劳动比、研发强度也会间接影响浙江省出

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因此,本文拟分别加入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项,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i=1,…,n,为截面单元;t=1,…,t为年份;β0～β6为待估参数;VECit为被解释变量行业i第t年的出口增加值隐含碳;EI

为能源强度;VSSM 为国际贸易垂直分工;OPEN 为开放度;HC 为人力资本,具体计算方法见下文。λ 为时间效应;μ 为个体效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各基本变量的系数预报如下:β1 符号为负,说明随着出口技术的提升,出口贸易的附加值增加,等量的二氧化碳所获得的贸易

增加值也随之提升。β2、β5 符号为正,说明煤炭占比较高的行业,会产生较多的碳排放,高人均资本配备的行业出口贸易隐含碳

往往较高。β3、β4 符号不确定,表明国际贸易垂直分工和行业开放度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取决于“污染光晕”和“污染

避难所”效应的大小。 

2.2 数据处理 

选取时间跨度为 2001—2017 年,浙江省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考虑到在此时间跨度内,统计数据国民经济分类

标准、行业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的变迁及部分年份资料的缺失,为构建一个完善的面板数据体系,本文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对应

投入产出行业划分标准,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补充。为建立时间上的可比性,所有价值型变量数据均以2010年的生产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处理,得到不变价数据。 

2.2.1 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 

Michaely[16]最早研究技术复杂度这一领域并提出贸易专业化指数(TSI),该指标假设一个国家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该国人均收

入水平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是正相关。他将一种产品各个国家出口额占全部国家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数,对人均 GDP 进行加权

平均来测算某国出口技术水平,从而反映该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Hausmann等[17]在 Michaely 研究的基础上,采用 PRODY 指数代

表产品的相应收入水平,并且将其细化到特定年份,构建了技术复杂度指数。该指数不仅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产品结构,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本文则借鉴Hausmann 等[17]的方法进行指标构建,测度浙江省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首先从产品层面着手,以产品 i总值的份额为权重,将所有出口产品 i国家的人均 GDP进行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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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RODYi表示 i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c 表示国家,X 表示出口额,m 表示产品类别数,Yc是 c 国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GDP。

是指 i产品在 c国所有出口产品中的份额, 指所有出口 i产品的国家该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份额。 

确定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后,将 c国 p行业所有产品复杂度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c国 p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式中:k表示 p行业出口的产品类别数。 

浙江省 2002—2017 年 4 分位 HS编码 1253 种产品的进出口数据来自国研网,40 个国家人均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将 1253 种产品进行行业分类,建立 4分位 HS编码与 ISICRev.3 的行业划分标准对应关系,再按照 ISIC 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

准》(GB/T4754—2002)对应关系对 HS 编码进行归类,得到 29 个制造业分行业进出口数据。由于 2001 年海关统计进出口数据的

缺失,利用 2002 年的结构对浙江省产品贸易总额进行拆分,获得 2001 年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 

2.2.2 其他数据来源与处理 

VEC 为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即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在出口的过程中,每单位增加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结果根据钱

志权等[6]的方法构建的 2001—2017 年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EI 为能源强度,即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当期能源消耗与当

期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反映了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经济活动对能源的依赖性,能源消耗与工业总产值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统计年

鉴》。VSSM 为国际贸易垂直分工,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在对外出口的产品中,会有一部分产品本身来自国外,国际贸易垂直分工则

测度了来自国外进口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例。通过国际贸易垂直分工能较好地反映浙江省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

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OPEN为行业开放度,即制造业各行业进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比值。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产品进出口

数据来自国研网。HC为人力资本,使用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来表示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可以考察分行业的人

才结构,从而衡量较高教育水平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其背后隐含的环境成本。VSSP为省际贸易分工,即浙江省各细分行业卖

到其他省份产品中所包含的来自省外进口产品的比例,它反映了浙江省在中国省域之间的垂直分工情况。FDI 为外商直接投资,

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期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2001—2017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均来自《浙江统

计年鉴》,将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行重新归类,从而得到浙江省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的有关数据。ES 为能源结构,即

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占行业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浙江省缺少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三次普查结果拆分获得制

造业细分行业各种能源产品中的消耗量。KL为行业人均资本配备,即各行业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

法计算,就业人数来自历年《浙江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人。RD为研发强度,即工业内部研发支出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R&D 内部

经费支出来自《浙江科技统计年鉴》,通过将 2001—2017 年研究与发展机构行业小类、大中型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的研究试验

发展内部经费支出相加得到浙江省分行业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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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降低变量异方差性。为防止各解释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避免多重共线性风险,使用

Stata 进行相关性检验。表 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2 报告了各解释变量相关系数。表 2 表明并未存在高度相关的解释

变量,因此,各解释变量均符合要求。 

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的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VEC 出口增加值隐含碳 2.55 1.60 0.17 10.33 493 

PRODY 出口技术复杂度 31998.88 5364.03 0.00 44918.09 493 

EI 能源强度 0.10 0.16 0.00 1.16 493 

VSSM 国际贸易垂直分工 0.12 0.08 0.03 0.69 493 

OPEN 开放度 0.27 0.18 0.00 0.87 493 

HC 人力资本 9.11 1.10 7.35 12.97 493 

VSSP 省际贸易分工 0.41 0.10 0.10 0.75 493 

FDI 外商直接投资 0.01 0.01 0.00 0.06 493 

ES 能源结构 0.43 0.26 0.00 0.93 493 

KL 资本劳动比 29.88 43.63 1.19 345.63 493 

RD 研发强度 0.01 0.01 0.00 0.03 493 

 

表 2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PRODY EI VSSM OPEN HC VSSP FDI ES RD KL 

PRODY 1.00 
         

EI -0.26 1.00 
        

VSSM -0.14 0.25 1.00 
       

OPEN 0.14 -0.25 0.01 1.00 
      

HC -0.16 -0.05 0.19 -0.19 1.00 
     

VSSP -0.32 0.21 -0.25 0.01 -0.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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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0.15 0.06 0.01 0.19 -0.29 -0.17 1.00 
   

ES -0.24 0.45 0.02 -0.19 -0.37 -0.02 0.33 1.00 
  

RD -0.09 -0.21 -0.13 0.26 0.27 0.10 0.25 -0.12 1.00 
 

KL -0.11 0.18 0.36 -0.24 0.77 0.03 -0.33 -0.21 -0.10 1.00 

 

3.2 模型估计 

运用 Stata 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其结果见表 3。在使用面板数据时,用 Hausman 检验对模型进行检验,确定使用随机效

应模型或是固定效应模型。浙江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的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与其他变量的模型估计中,可以发现使用固定效应模

型的显著性更好。通过建立时间和个体双效应模型对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出口技术升级、能源强度、国际贸易垂直分工、

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绝大多数变量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联合解释能力较强。 

从模型 1即基本模型中可以得知能源强度、国际贸易垂直分工、人力资本与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呈正相关,技术复杂度

和开放度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呈负相关关系。该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出口技术升级,制造业出口结构转型集中到技术含量更高的

行业,使得浙江省单位出口增加值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在整体上降低了省内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与预期符号相符。能源强度与出

口增加值隐含碳系数为正,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对能源的依赖性越强,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也越高,也与预期的系数符号

相符。国际贸易垂直分工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回归系数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在国际垂直贸易分工中存在一定的“污染避难所”

效应,承担了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中的高排放环节,从而提高了单位出口增加值所隐含的碳排放。由开放度与出口增加值隐

含碳的系数可知,浙江省的贸易开放和投资自由化使浙江省制造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时存在一定的污染光晕效应,通过自由贸易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也会有

所增加。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在提高的过程中需要投入一些高排放的资源,从而使出口过程中的增加值隐含碳有所增

加。 

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复杂度每提高1%,平均来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0.000015%;能源强度每提高1%,

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增加3.663829%;开放度每提高 1%,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1.069666%;人力资本每提高 1%,,出口增加值隐含碳

增加 0.876807%。 

3.3 交叉项检验 

表 3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PRODY 

-0.000015
*
 -0.000069

***
 -0.000018

**
 -0.000021

**
 -0.000024

***
 -0.000021

**
 

(0.067) (0.000) (0.034) (0.015) (0.005) (0.011) 

EI 

3.663829*** 3.819221*** 3.615053*** 3.592244*** 3.665858*** 4.45252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VSSM 5.571760
***
 7.883809

***
 5.578812

***
 5.515820

***
 5.667622

***
 5.566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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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OPEN 

-1.069666*** -1.315033*** -1.142575*** -1.033791*** -1.055290*** -0.934418*** 

(0.007) (0.001) (0.004) (0.009) (0.007) (0.006) 

HC 

0.876807*** 0.683695*** 0.838071*** 0.876010*** 0.571046*** 0.14116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87) 

PRODY×VSSP  
0.000140*** 

    

 
(0.000) 

    

PRODY×FDI   
0.000290* 

   

  
(0.079) 

   

PRODY×ES    
0.000021

**
 

  

   
(0.028) 

  

PRODY×KL     
0.0000001*** 

 

    
(0.000) 

 

PRODY×RD      
-0.000977*** 

     
(0.003) 

＿cons 

-5.818600*** -4.479208*** -5.487007*** -5.973154*** -2.977073*** 0.62675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417) 

Hausman 检验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时间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体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为探究联动效应,进行模型 2 至模型 6 的带交叉项回归,结果表明,多数模型存在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效应。从交互项来看,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省际贸易分工与出口技术升级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省际贸易分工增多时,出口技术升级并

不能带来环境效应的直接改善。可能的原因是浙江省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在国内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仍然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并没

有真正提高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模型 3 表明出口技术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引入

外资对出口结构进行升级时,增加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可能是浙江省引入外资时未能显著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也未能显

著增加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相反部分高排放的外资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的提高。模型 4表明能源结构与出口技术升级

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浙江省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多为高能源消耗型,虽然最终使得出口技术

有所升级,但是行业碳排放却未能降低。模型 5 表明资本劳动比和出口技术升级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随

着行业人均资本配备的增多,其带来的出口技术升级会增加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排放。模型 6表明研发强度和出口技术升级交互项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通过提高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来提高技术复杂度,对碳排放的降低有着积极作用,同时通过

提高研发强度,使得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加,从而获得更多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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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建议 

本文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的视角,对浙江省制造业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

结论与建议: 

(1)出口技术升级对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技术的升级一方面可以使浙江省从生产低技术含量产

品迈向高技术含量产品来提高市场的竞争,使省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重新配置,推动以点带面的减排技术与产品的创新,并且增

加了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另一方面,出口技术升级能够影响需求端,刺激市场的需求升级,形成以保护环境为中心的消费热点。因

此,浙江省应当积极推动出口技术升级,优化出口结构。 

(2)尽管出口技术升级能够降低出口过程中增加值隐含的碳排放,但是提升技术背后的成本所带来的碳排放却不容忽视。通

过交互项的检验可以发现,浙江省出口技术升级更多是嵌入价值链底端,因此,衡量出口技术升级过程中的收益和风险很有必要。

浙江省通过引入外资来促使产业升级,从而发挥后发优势,但改善环境的结果并不能达到预期。在出口技术升级过程中,还伴随着

高能源、高资本的消耗,由此引发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浙江省在产业升级时应当追求更高的出口附加值,同时积极引导外资,

利用外资的减排技术来达到对环境的正效应。通过研发来优化出口结构对改善环境有显著作用,提升行业研发力度,改善高端技

术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生产地位,有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因此,浙江省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清洁能源、减排技术的研发

经费投入。对于自主研发清洁能源、减排技术但资金匮乏的浙江制造业企业,可以进行适当的帮扶。 

(3)开放度对浙江省出口增加值隐含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国际贸易垂直分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贸易开放可以使浙江省获得新的技术,加强研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也有可能会放松

环境规制吸引资本,迫使浙江省成为“污染避难所”。由实证检验结果可知,贸易开放在浙江省内对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发挥

着积极作用。这是由于浙江省趋于自由的贸易环境往往会增加制造业的竞争压力,由此激发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因此,政

府应努力营造更开放的贸易环境,积极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等高附加值、低排放的高端出口贸易。对于

高能耗、高排放的行业,浙江省应当加强监管,降低其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稳步征收能源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对于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关键性影响。但是培养一批专业型人才所需要投入的成本。虽然短

期来说,在教育上投入的高成本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占主导,但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十分必要。在国际贸易垂直分工中,浙江省应

当努力避免以高排放产业为主的贸易分工,积极承接高附加值、低排放的产业,改善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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